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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容摘要: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承担着加快和引导产业结构升级的重任,以及

对其他欠发达地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起到示范作用。目前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依然有待调整,主要承受着来自发达

国家的产业创新优势以及落后地区低劳动力成本的后发优势双重压力。本文运用 2008-2016 年长三角地区 25 个地

级市面板数据,检验宏观总税负、流转税税负以及所得税税负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

地区总税负和所得税税负对产业结构升级呈显著抑制作用,流转税税负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税收政策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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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中,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27122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率为 6.9%,人均 GDP 近 59660 元。而长三角整体水平均高于全国,江苏、浙江和上海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 7.2%、7.8%、6.9%,整

体人均 GDP 为 102643 元,因而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更承担着加快和引导产业结构升级的重任,以及对

中西部区域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示范效果。但目前该地区经济结构依然存在较多问题,从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情况来看,2017 年

上海市占比最高为 69%,浙江省次之为 52.7%,江苏省最低仅为 50.3%,整体上长三角地区占比约为 54.4%,虽优于全国 51.6%的占比

水平,但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 65%~70%的水平。同时,长三角面临着来自外部发达国家和内部欠发达省份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发达

国家新兴产业创新力较强,另一方面落后地区有生产成本优势。除此之外,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产业依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内

部结构不合理。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1.关于宏观税收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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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a & Schalck(2010)研究 1995-2008年法国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与其生产投资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针对不同行业部门实

行的差异性税收减免和利息补贴,能够明显激励企业增加投资额,进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Samuel(2015)通过构建包含环境影响

因素的 CGE 模型,利用 SAM 矩阵模拟不同税率水平的碳税政策对农林牧渔业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整体上碳税会降低第一产业就

业、产出和盈利水平,且税率越高,抑制作用越强烈,但从结构上看会改善农渔业的业绩,而对林牧业具有抑制作用。Harger & 

Ross(2016)分别选取了 2002年、2004年、2006年美国各地区宏观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会影响企业投资的

区位选择,吸引产业转移,影响辖区内产业结构,当降低该地区的宏观税负时,零售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而批发和运输行业

就业人数将减少。Philippe et.al(2016)以汽车制造业为例,通过区分 80 多个国家 1996-2016 年该行业的“污染”和“清洁”

专利数量,结果表明对汽车制造业征收较高的燃油税时,会促进企业进行清洁技术的研发,从而促进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关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他税收因素研究 

Hinlopen(2006)认为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以及通过调节财政支出结构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的必要条件。Nagi & Pissarides(2007)通过构建单个生产部门和多个消费品部门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研究发现不同部门的

生产率发生变动,如高附加值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条件。Albert et.al(2010)通过选取 45个

欧洲国家 1997-2004年的宏观产业数据,构建随机效应模型后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能够显著促进

被投资国的经济增长。Antzoulatos et.al(2013)以 1990-2001年 29个国家 28个工业部门年度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 PVAR模型

探究以互联网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金融业中如果互联网金融占比较高,则该体系结构对产业

结构具有长期的促进关系。Murakami(2015)选取战后日本 1955-2010年的宏观层面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城市化对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吸引大批优质劳动力资源流入,从而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国内文献综述 

1.关于宏观税收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 

李文(2006)从供给方面探究税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认为颁布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引导企

业加快技术研发以及改变资金的投向进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储德银、建克成(2014)选取 2007-2011年财政收支省际面板数据,

从产业从业人员、产值及其增长率构建三方面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得出税收收入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财政支出作用相反,其中

所得税、教育和科技支出是激励作用,投资性和行政管理支出为负向抑制作用,流转税对其无明显影响。欧阳华生等(2015)选取

了 90 个国家 1995-2011 年的宏观税负数据和 2005-2011 年的微观税负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宏观税负对发达与中等发达

国家的产业结构显著负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则不显著,而微观税负对上述国家影响均不显著。罗富政、罗能生(2016)从宏

观层面、产业层面与生产要素层面选取 2004-2014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负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认为当宏观税负位于

8.74%-11.44%区间时,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产业税负对其影响显著为正,第三产业税负和劳动力税负的影响则显著为负。邹

璇、余苹(2018)构建地区产业选择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最优区间,并运用农业、制造业、

服务业等细分 19个行业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 2001-2015年面板数据进行验证,发现各行业税负均高于最优值,西部区域税

收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呈 U型关系,中部则呈倒 U型关系,而东部则是正向线性关系。 

2.关于其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税收政策因素研究 

贾敬全、殷李松(2015)选取安徽地市层面数据,构建空间 SDM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民生支出的影响均为负,而行政和环保支出

的直接影响为正,间接影响为负,总体上前者为负,后者为正。张翠菊、张宗益(2016)将个人消费结构划分成城镇和农村两个方面,

选取 1997-2012 年省级层面数据构建 SDM 模型,发现城镇居民消费能够显著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但是同时也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

效应,而在农村居民消费方面无明显作用。蔡海亚、徐盈之(2017)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选取 2003-2014 年省际面板模型,从产业结

构整体和内部升级多方面构建产业升级衡量指标,研究发展非加工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比加工贸易更明显,且东部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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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卓乘风、邓峰(2018)以区域创新活力为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不同经济区域内人口老龄化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就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部地区则是正向作用,同时提升技术创新

能力能明显弱化其阻碍作用,并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不同的演化特征。 

(三)文献述评 

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当前颁布的各项征税或减税措施是否有达到激励不同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目的,

以及通过测算全国或省市级层面的宏观税负,和各细分产业所承担的税负情况,并就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提出了相关税收政策建

议。此外,也有学者采用计量方法对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行检验,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

考价值。但是已有文献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大多较为关注在全国范围内的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线性效应研究,忽略了税收负担是否因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研究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时,只是分析了三次产业的变动情况,并未

深入探究产业内的行业演变规律。 

为此,本文将基于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产业发展相关的税收政策演进及其存在的问题,阐释两

者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而量化税收负担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重点从宏观税负的角度,运用 2008-2016 年长三角地

区 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宏观总税负、流转税税负以及所得税税负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 

三、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量化测度 

(一)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指标 

首先是针对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测度,过往研究极少涉及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体系构建,多选取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值

或者是 Moore 指数等进行衡量,缺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全面度量。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包括了在经济总量中,二、三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比值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不断下降,同时还包括了产业内部行业结构升

级,不同行业产值比例发生变化和行业间关系趋向协调,具体体现在某一产业内部技术结构的优化和综合生产率的提高,如目前

全国各地区政府正大力提倡由传统制造业往先进制造业方向发展,服务业由生活型向生产型转变等。因此,仅以三次产业间的结

构变动过程来描述其转型升级是不够全面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应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两个方面进行衡量,论文以下从四个维

度测度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选取医药制造等产业的产值之和占所有工业企业产值的比例来衡量制造业内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状况。目前,对于

第三产业发展规模的衡量,学者主要使用产业产值或者从业人数两个指标进行衡量。考虑到地级市数据的可获得性,本节在实证

过程中选取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进行测算,使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占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来近似衡量

第三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由生活型向生产性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是对三次产业整体升级水平的一种反映,其中 sn表示第

n产业产值比重。产业结构服务化是用来表示 GDP的高贡献率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程度。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各二级指标

所占权重。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的权重系数最高,分别为 35%、22.7%,这也与我国目前正大力提倡发展高端制造

业等行业的政策相一致。从前文分析来看,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程度虽然不高,但已突破 50%水平,实现产业内结构升级是实现

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目标。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与产业结构服务化占比分别为 21.93%和 20.37%。 

(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测度 

根据(一)测得的权重系数,由于各指标单位统一且均为百分比,在测算综合指数时根据权重系数,将二级指标原始数据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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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从而得出江苏、浙江、上海省市级层面以及长三角地区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图 1 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变化趋势图 

结合图 1 来看,上海市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远高于江苏省和浙江省,指数一直维持在 1.1 以上,且保持高速的增长水平,平均增

长率为 3%,主要是因为上海市无论是在先进制造业方面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相对具有优势。2008-2010年,上海市产业结构

升级水平突然上升然后小幅度下降,这是由于 2008年上海市政府为应对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的强刺激投

资计划,因而短时间内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浙江、江苏而言,指数均从 0.9左右缓慢上升至 1.03左右。2012年是两省产业

结构升级指数变化趋势的关键时间节点,在这之前两省之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几乎无差距,江苏只是略高于浙江,在这以后二者

的差距逐渐开始扩大,从增长速度来看,前者的平均增长率为 1.71%,后者为 2.02%,可见江苏省增长速度要快于浙江省。根据前文

的分析,2012 年以后,江苏省更加侧重于制造业中化学燃料、医疗制造业等高端行业发展,且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力度,而浙江省的

发展优势主要在于纺织业等传统制造业,而两省在服务业发展上差距并不明显。从长三角地区整体发展来看,其增长趋势较为平

缓,由于上海市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带动了整个地区综合指数,江苏与浙江省 2008至 2016年一直低于地区整体发展水平。 

四、影响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税负因素计量检验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已在前文中运用熵值法测算出来。对于核心解释变量,在考虑到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设计的同时,为了全面

考察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影响,在选择税收变量时,主要从税收总量与结构两个角度进行研究:首先主要分析总税收

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选择一般公共预算内税收收入(alltax)的小口径宏观税负衡量指标;其次分析我国主体

税种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选择流转税(floetax)和所得税(incometax)两大指标。由于地级市层面未公布上缴中央

税收数据,同时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征收税额的《中国税务年鉴》也只披露到省级层面,因而借鉴范庆泉、周县华(2016)(1)的研究,

税收数据主要来自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里的税收收入,其中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营改增之前),所得税为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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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根据已有研究文献主要选取人均工资水平(salary)、外商直接投资(fdi)、财政支出水平(exp)、固

定资产投资水平(inv)以控制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综上本节选取的指标具体解释如表 1 所述。实证样本选取为

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 25个地级市的数据,所有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 2009-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长三角各地级市

的统计年鉴。 

表 1变量的指标选取变量描述 

 变量描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industry 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标 

 宏观税负 alltax 税收收入/GDP 

解释变量 流转税 floetax (增值税税收收入+营业税税收入)/GDP 

 所得税 incometax (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GDP 

 人均工资水平 salary LN(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财政支出水平 exp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数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inv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 

 

(二)模型构建 

论文根据前文描述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模型构建,从而克服因变量的滞后项和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到系统

GMM 的系数估计值比差分 GMM 更加有效,因此采用系统 GMM 进行估计,具体的工具变量选择为:所有的外生控制变量、滞后一阶的

解释变量和最多使用被解释变量的三个滞后值。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 i 和 t 表示个体和时期,Industryit 为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dustryi,t-k 为升级指数的滞后项,k 为滞后阶

数,alltaxit、floetaxit、incometaxit分别表示第 i地区第 t年的宏观税负、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ui表示个体固体效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且满足 E(εit)=0,E(uiεit)=0,E(εitεis 。 

(三)实证模型检验 

构建模型求解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产业结构升数指数均值为 0.9441,最小值为宿迁市,指数

仅为 0.7060,上海市的升级指数最高为 1.4180,且其 2008-2016 年指数均在均值以上,说明上海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最为明显。在

税收方面,总税负、流转税税负以及所得税税负均值分别为 0.0797、0.0387、0.0155,最小值分别为 0.0239、0.0208、0.0053,

均为盐城市,最大值分别为 0.1997、0.0887、0.0685,均为上海市,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 1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上海市的税负

水平均高于其他城市,税负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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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dustry 225 0.9441 0.1095 0.7060 1.4180 

alltax 225 0.0797 0.0239 0.0413 0.1997 

floetax 225 0.0387 0.0117 0.0208 0.0887 

incometax 225 0.0155 0.0097 0.0053 0.0685 

salary 225 10.8018 0.3241 9.9029 11.6994 

fdi 225 0.0546 0.0430 0.0036 0.2163 

exp 225 0.1257 0.0422 0.0646 0.2823 

inv 225 0.6019 0.1654 0.2396 1.0698 

 

在控制变量方面,表 2中在岗职工工资水平均值为 10.8018,宿迁最小为 9.9029。上海平均工资水平最高,为 11.6994,这是因

为上海市在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且其物价水平也较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平均值为 0.0546,台州市最小为 0.0036,苏州市

最高为 0.2163,主要是苏州市辖区内的工业园区较多,吸引了大量的台商进行投资;财政支出均值为 0.1257,最小值 0.0422,是绍

兴市,最大值为 0.2823,是丽水市;固定资产投资均值为 0.6019,上海市最小仅为 0.2396,最高 1.0698,为淮安市。 

本文主要采用相同根的 LLC 检验和不同根的 Fisher-ADF 检验两种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使得回归结果更加可信。原假

设是序列不平稳,如果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说明数据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说明数据序列则是非平稳的。由表 3 所示,产业结构

升级指数(industry)、总税负(alltax)、流转税税负(floetax)、所得税税负(incometax)、人均工资水平(salary)、财政支出

水平(exp)、固定资产投资(inv)等指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未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原数据是不平稳的,需进行一阶差分后再

次进行平稳性检验。 

表 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LLC检验 ADF-Fisher 

平稳性 
统计量 P值 统计量 P值 

Industry -4.54252 0.0000 38.7721 0.8753 不平稳 

Alltax 6.21110 1.0000 37.3186 0.9077 不平稳 

Floetax -11.6870 0.0000 58.4150 0.1937 不平稳 

Incometax -15.1063 0.0000 81.3748 0.0833 不平稳 

Salary -9.68864 0.0000 65.8830 0.0654 不平稳 

Fdi -13.1370 0.0000 102.169 0.0000 平稳 

Exp -5.38375 0.0000 51.0168 0.4334 不平稳 

inv -0.23468 0.4072 29.4555 0.9909 不平稳 

 

在对上述原始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之后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 4可知,变量 Industry、Alltax、Floetax、Incometax、Salary、

Exp、Inv的差分序列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LLC和 ADF-Fisher检验,表示其均为平稳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表 4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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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LLC检验 ADF-Fisher 

平稳性 
统计量 P值 统计量 P值 

Industry -18.9056 0.0000 118.234 0.0000 平稳 

Alltax -6.90614 0.0000 100.366 0.0000 平穗 

Floetax -10.0507 0.0000 64.3777 0.0023 平稳 

Incometax -13.2547 0.0000 73.4671 0.0017 平稳 

Salary -8.46875 0.0000 103.651 0.0000 平稳 

Exp -10.1887 0.0000 105.872 0.0000 平稳 

inv -9.33063 0.0000 91.3156 0.0003 平稳 

 

检验原数据是否为平稳序列之后,接下来用协整检验来判断各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动态均衡关系,该检验认为

即使多个变量趋势是不平稳的,但两两变量组合后构成的比例关系是平稳的,则表示模型中的变量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论文将

主要采用 Pedroni 提出的 PP、ADF 检验分别对构建的三个模型,即总税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1)、流转税税负影响产业结

构升级的模型(2)、所得税税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3)进行协整检验。 

表 5协整检验结果 

Pedroni检验 

解释变量 
PP ADF 

协整关系 
统计量 P值 统计量 P值 

总税负 -23.78348 0.0000 -10.82908 0.0000 存在 

流转税税负 -18.59899 0.0000 -7.577874 0.0000 存在 

所得税税负 -16.03705 0.0000 -7.916636 0.0000 存在 

 

对模型进行 Pedroni协整检验得出的结果如表 5所示,对上述构建的总税负、流转税税负、所得税税负三个模型均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故检验的模型协整关系均存在,说明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均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因而可以对动

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四)税收政策影响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三)的检验结果,本部分采用两阶段稳健系统 GMM 方法对地级市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主要从总税负、流转税

税负以及所得税税负三个方面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对三个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的 VIF值分别为 1.21、

1.10、1.08,均远小于 10,说明上述自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且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1.总税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测算 

总税负对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AR(2)检验的原假设为一阶差分之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

关,Sargan与Hansen检验的原假设为该模型的工具变量选取是合理的,从具体检验结果来看,三者均接受了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

模型是稳健的,且估计结果可信度较高。当前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与其滞后一期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向相关关系,这更加说明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是动态的,前期产业状况会影响后期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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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长三角地区总税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GMM估计 

解释变量 Industry(-1) floetax salary fdi exp inv 

Sys-Gmm 0.8067*** -0.4754*** 0.0131 0.0409* 0.4550*** 0.0285* 

(3.72) (-1.49) (0.32) (1.76) (3.26) (1.69) 

AR(2) 0.422      

Sargan 0.411      

Hansen 0.166      

 

注:***、**、*分别代表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中的值为标准误,AR、Sargan、Hansen 对应的是 P

值,下同。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总税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税负水平每上升 1%,则产业结构升级

指数要降低 0.768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宏观税负较重,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制造业而言,税负上升增加了

其营运成本,意味着产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受到限制,不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影响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于服务业而言,中小

微企业较多,同时服务业对税负成本变动情况更为敏感,税负承受能力较弱,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时,不堪运营压力的企业可能

会退出市场,从而产生负向作用。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人均工资水平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无显著影响,这表明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

和财政支出水平越高,其越能够显著地优化产业结构,当二者每提高1%,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分别增加0.0795%和0.5901%,且后者比

前者的系数高,说明财政支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例如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增加高

质量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提高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为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升级。由于国外企业

在企业经营管理、科技研发以及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丰富,当外商直接投资额上升时,可以充分借鉴学习,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推动当地企业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也是正向的,并且在 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从回归系数

可以看出,其在 GDP中的占比每增加 1%,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提高 0.0257%,但是其影响却是最小的。 

2.流转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测算 

流转税税负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从 AR(2)、Sargan、Hansen的检验结果来看,选取的工

具变量是有效的,回归结果也是稳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指数滞后一期对当前产业状况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滞后项指

数每上升 1%,下一期产业结构指数将增加 0.8067%。 

在流转税税负模型中,发现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并无显著影响,但是系数上依然为负向作用,这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从 2012 年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以来,减税效果并不明显,流转税占比依然较高,税制结构不合理。增值税是我国企业最主要的流转税税种,而与

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 16%的基本税率也位于世界中等地位,高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同时目前我国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依然较小,

对于大多数高污染和高耗能产品,依然没有计入纳税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转变生产方式,进行技术革新。由于流转税

能够将部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降低了其实际可支配收入,制约了个人消费升级,总体上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表 7长三角地区流转税税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GMM估计 

解释变量 Industry（-1) incometax salary fdi exp inv 

Sys-Gmm 0.8453*** -2.1441* 0.0076 0.0496** 0.3753*** 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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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1.91) (0.02) (2.06) (3.48) (0.82) 

AR(2) 0.442      

Sargan 0.495      

Hansen 0.230      

 

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效果与表 5 结果类似。人均工资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无明显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以及固

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均在 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前者回归系数较高,说明影响较后者更明显。财政支

出则在 1%的水平上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具体理由此处不再赘述。 

3.所得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测算 

所得税税负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从 AR(2)、Sargan检验、Hansen检验的结果来看,针对

所得税税负的检验依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产业结构指数的滞后一期值与当前值在 1%的水平上依然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所得税税负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向作用,且在 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所得税税负水平每提高 1%,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将降低 2.1441%,且其降低的系数要远高于宏观税负的系数,反映出导致税负水平上升,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下降

的主要原因在于所得税税负水平过重。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利润普遍较低,企业所得税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服务业中大多为

技术密集型行业,尽管政府对此类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了所得税优惠,但其出台的优惠、减免政策缺乏长期性和完整性,且存在“一

刀切”的现象,在存在信息不对称、操作繁琐等情况下,促进其发展的作用未能完全凸显。同时,近两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再

度回升,收入差距扩大,这从侧面反映并未能较好地调节居民间的收入再分配,居民税负过重,不利于提振个人消费、扩大市场内

部需求。 

表 8长三角地区所得税税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GMM估计 

解释变量 Industry（-1) incometax salary fdi exp inv 

Sys-Gmm 
0.8453*** -2.1441* 0.0076 0.0496** 0.3753*** 0.0163 

(3.30) (-1.91) (0.02) (2.06) (3.48) (0.82) 

AR(2) 0.442      

Sargan 0.495      

Hansen 0.230      

 

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工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效果与表 5、表 6相同,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却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但通过结合前面两个模型的检验结果,论文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定水平上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基于 2012-2016年长三角 2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 GMM模型,分析了总税负、流转税税负、所得税税负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总税负和所得税税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显著抑制作用,而所得税的影响程度较大,流转

税税负则对其并无显著影响,但系数符号依然为负。在动态面板模型中,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一阶项与当期值在 1%的水平上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这反映出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会受到前期产业结构状况的影响,且滞后项对当期产业结构升级为促进

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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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加快调整税制结构体系 

1.加快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 

2017年增值税取消了 13%的税率,税率四档变三档,2018年将 17%和 11%降低至 16%和 10%,多层级的增值税税率不仅造成了核

算程序上的繁杂,同时也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若要进一步降低企业增值税税率,应尽快实现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据我们初

步测算,将现行的 16%税率下调至 12%;10%的税率下调至 5%,从而实现显著的减税效应和提升经济增长的幅度。这一结果将在后续

研究论文中加以阐释。 

2.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 

建议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至 20%,高科技企业优惠税率下调至 10%,从而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激励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技

术、加大研发高新技术产品;缩短企业在研发过程中高端设备的摊销年限,提高企业当年可用资金规模,从而整体降低企业所得税

负担,激励其创新动力,促进科技企业发展。 

(二)加大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如表 9所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围绕软件生产、集成电路等重点行业。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要明确产业税收优惠的目标、

重点及手段,充分利用已颁布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在产业园区内,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充分体现产业优惠的导向

功能,切实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表 9按企业分类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类型 税收优惠政策内容 

软件生产 
软件产品按 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

策；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 

集成电路 
重大项目企业购进设备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准予退还；线宽小于 0.8和 0.25微米

集成电路企业分别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和“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 

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和劳务 

“共、伴生矿产资源”、“废渣、废水、废气”、“再生资源”、“农林剩余物及其他”、

“资源综合利用劳务”五大类项目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融资租赁 
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和有形动产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

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管道运输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文化创意 
符合条件的文化创意类企业，按照 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创意和设计费用，执行税前

150%加计扣除。 

技术先进服务型 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整理。 

此外,正负向税收激励力度均要加大,同时要实施严格的监督机制,防止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为减轻税收负担而出现向税务机

关寻租的现象发生。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下,长三角地区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目标,因而要针对不同

行业实行差别化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引导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目标产业转移。对于汽车制造、专用设备等技术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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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应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实行税收正向调节功能,促进产业不断升级,从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升级;而对那些极可能

造成环境污染的高耗能产业,应当实行负向的税收激励措施,该类产业如煤炭、钢铁等,其产品附加值较低,产能利用率偏低,产能

过剩问题突出。因而,应加强税收的引导作用,不断提高上述产业的税收负担,以逼迫其通过技术改进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若无法

实现升级的企业,可促使其不堪税负压力而逐渐退出市场,从而整体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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